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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國之毒品犯再犯率居高不下，且毒品犯又為監獄以及看守所的大宗人口。如能有效解決毒品犯之再犯問題，即可解決大部分的社會治安以及監獄擁擠問題。澳大利亞自1985年起宣示施行毒品減害政策，成效卓著。為實地瞭解澳大利亞的反毒作為及其成效，本次訪團乃走訪澳大利亞數個與反毒有關之機構進行檢察實務參訪，包括新南威爾斯州毒品法庭（NSW Drug Court）、新南威爾斯州檢察署（NSW DPP）、澳大利亞犯罪防制研究所(Australian Insititute of Criminology)、維多利亞州人民服務廳之心理建康及毒品防制部門 ( Mental Health and Drugs Division)以及維州聖文森醫院（St. Vincent Hosptial）。

另我國近年來致力掃除黑金及司法改革，亟思發展國際合作以有效打擊犯罪。澳大利亞就如何與他國進行國際司法互助，定有1987年刑事互助法（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 1987）。因此本次訪團亦拜訪澳大利亞政府位於坎培拉之聯邦檢察總署（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Australian Government），以瞭解澳大利亞政府於何種情形下可能提供他國刑事司法協助，何種情形下可能拒絕等等。 
　　此外，司法正義之實現不再僅侷限於將被告繩之以法，為徹底打擊犯罪，檢察官亦應致力於徹底查扣及沒收被告犯罪之不法所得。但我國現行法於被告死亡或是逃亡之狀況下，卻無法對於可疑之犯罪不法所得進行查扣、沒收。因此，本次訪團亦與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檢察署（NSW DPP）以及聯邦檢察機構維多利亞州辦公室（Common Wealth DPP）多位檢察官進行座談，以瞭解澳大利亞政府如何解決此一難題。
感 謝

本次奉派代表法務部出國進行檢察實務參訪，代表團成員均深感榮幸。有機會親自走訪澳洲各機關，並與各機關所屬之專業人員進行座談，以瞭解澳洲現行法制及作法，並與我國有關反毒、犯罪不法所得沒收及司法互助之制度做比較，而思考何為較適合我國文化及社會之制度，對本團成員而言是相當難得的機會。我們不但已從此次檢察實務參訪獲益良多，更希冀本次出國報告對於未來相關法制之建立及完備能有所貢獻。

此行得以圓滿完成，非常感謝本部法規會曾益盛檢察官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李宛凌檢察官提供寶貴的經驗談，使我們在行前準備及籌畫相關事宜時減少很多摸索的時間。另外，也非常感謝外交部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碩彥組長、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陳啟嘉秘書、法務秘書戴春成先生及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邱亞屏秘書對於訪團的各項協助。外交部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錦蓮處長、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林松煥代表及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嚴克明處長在澳洲的熱情邀宴以及殷勤問候，也使我們在異鄉時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而新南威爾州檢察署檢察長Nicholas Cowdery AM QC先生以及檢察官Rene Atkins女士與本訪團團員從未謀面，即於行前允諾協助安排新南威爾州毒品法庭及檢察署的相關參訪細節；其他與參訪中熱情接待我們的澳洲朋友，貼心地為我們準備參訪參考資料甚至於座談時提供小點心，凡此種種，都讓我們深深感受到澳洲人的友善與熱情。因無法一一致謝，謹在此敬表感謝之意。
1、 
前言
  本次赴澳大利亞進行檢察實務研習之人員共計4人，成員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賴主任檢察官正聲（今年9月3日後已調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務部檢察司檢察官翁珮嫻、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蔡麗清檢察官及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葉柏岳（今年9月3日後已平調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由於我國之毒品犯為各類犯罪人口中人數最高者，毒品成癮者再犯率又甚高。渠等重複進出監獄，不但甚為耗費國家資源，亦表示我國之毒品刑事政策大有改進之空間。澳洲自1985年起即開始規劃推動減害計畫，迄今已有24年的經驗，不但成功減少毒品人口，亦大幅降低AIDS/HIV的感染機率。因我國目前推行之替代療法尚未大幅降低毒品人口，因此本次檢察實務參訪，即至澳大利亞相關之毒品犯罪防制機構，如新南威爾斯州毒品法庭（NSW Drug Court）、澳大利亞犯罪防制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人民服務廳-心理健康與毒品防制部門（Stat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 Australia ,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 , Mental Health and Drugs Division）、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墨爾本市聖文森醫院（St. Vincent’ hospital）進行參訪，擬瞭解澳大利亞反毒、戒毒之政策及政府機關各項作為，以作為我國借鏡。另我國近年來致力掃除黑金及司法改革，亟思發展國際合作以有效打擊犯罪。澳大利亞就如何與他國進行國際司法互助，定有1987年刑事互助法（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 1987）。因此本次訪團亦拜訪澳大利亞政府位於坎培拉之聯邦檢察總署（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Australian Government），以瞭解澳大利亞政府於何種情形下可能提供他國刑事司法協助，何種情形下可能拒絕等等？ 此外，由於司法正義之實現不再僅侷限於將被告繩之以法，為徹底打擊犯罪，檢察官亦應致力於徹底查扣及沒收被告犯罪之不法所得。但我國現行法於被告死亡或是逃亡之狀況下，卻無法對於可疑之犯罪不法所得進行查扣、沒收。因此，本次訪團亦與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檢察署（NSW DPP）以及聯邦檢察機構維多利亞州辦公室（Common Wealth DPP）多位檢察官進行座談，以瞭解澳大利亞政府如何解決此一難題。

2、 行前準備工作
本次訪團成員確定後，首先乃先召集所有成員開會決定參訪之城市及機構，並於會中決定所有成員之分工，例如，由某一團員負責比較各家旅行社之機票價格，上網訂購共同供應契約的機票，並製作經費概算表，以便行前先預支經費；某一團員負責草擬行程，並與外交部駐外單位人員進行聯繫與討論；某團員負責採購本次出訪所需禮品及準備相關參考資料等等；所有團員都需撰寫個人中英文簡歷及根據分配到的參訪機構撰寫中英文提問，據以發文外交部請求協助安排。
    本次在安排參訪的過程中，發現於出發前先與外交部駐外單位人員進行聯繫，對於行程的規劃有很大的幫助，例如本次參訪橫跨3個都市，即雪梨、坎培拉以及墨爾本，先至哪一個都市參訪，班機如何接駁，參訪應注意事項等等，均可先與外館人員討論，以獲得最新的第一手資訊。故建議類此參訪行程，於出發前均可先與外交部駐外各辦事處人員討論，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3、 參訪行程
	日期
	時間
	參訪行程內容
	備註

	6月26日

(星期五)
	10:55 pm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中華航空櫃台辦理搭機手續。


	台北→雪梨

中華航空 CI051

10:55 pm 臺北桃園中正機場起飛

	6月27日
(星期六)
	
	抵達澳大利亞雪梨
	

	
	
	旅館Check in、 資料整理
	宿雪梨

	6月28日
(星期日)
	
	準備參訪資料

	同上

	6月29日
(星期一)
	09:30-12:00
	新南威爾斯州毒品法庭
NSW Drug Court

	法庭活動參訪

聯絡人：

Ms. Rene Atkins 
RAtkins@odpp.nsw.gov.au

	
	12:00-14:00
	午餐
	與藥物法院法官及其他成員在法庭內共用午餐

	
	14:00-16:00
	與新南威爾斯省檢察署檢察官Ms. Rene Atkins意見交流及分享

	宿同上

	6月30日
(星期二)
	10:00-12:00
	新南威爾斯州檢察署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New South Wales 


	拜會檢察長
Mr. Nicholas Cowdery AM 及與資深律師

Johanna Pheils座談討論沒收不法所得。
聯絡人：

上開檢察長，

NCowdery@odpp.nsw.gov.au。

	
	12:00-14:00
	外交部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處長錦蓮午宴
	

	
	14:00-16:00
	雪梨辦事處

	

	
	20:10-21:00
	雪梨飛坎培拉

Sydney飛往Canberra
	宿坎培拉



	7月1日
(星期三)
	10:00-11:00
	澳大利亞犯罪防制研究所(Australian Insititute of Criminology)

	

	
	11:30-12:30
	聯邦檢察總署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12:30-15:00
	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大使松煥午宴
	並邀請澳大利亞國家毒品政策委員會( AUSTRALIAN NATIONAL COUNCIL ON DRUGS)之委員Dr. Robert Ali共進午餐討論毒品議題


	7月2日
(星期四)
	09:30-12:00
	坎培拉飛墨爾本


	

	
	12:00-14:00
	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嚴處長客明午宴
	

	
	15:30-17:30
	維州人民服務廳之心理建康及毒品防制部門 ( Mental Health and Drugs Division)

	

	7月3日
(星期五)
	10:00-12:00
	聯邦檢察機構維州辦公室

Common Wealth DPP


	

	
	12:00-14:00
	午餐
	

	
	14:00-15:30
	聖文森醫院

St. Vincent Hospital

	

	7月4日
(星期六)
	10:00-17：00
	整理資料及行李
	

	
	17：00
	墨爾本飛雪梨
	17:00由Melbourne飛Sydney

	
	21:55 
	搭機返國
	雪梨→台北

中華航空 CI056

21:55 pm 雪梨起飛

夜宿機上                        

	7月4日
(星期日)


	
	抵達台灣
	5:25 am 

抵達台灣




4、 參訪機關
1、 新南威爾斯州毒品法庭（NSW Drug Court）
一、拜訪對象
  毒品法庭主審法官Judge Roger Dive、檢察官Rene Atkins以及全體毒品法庭成員。

二、參訪目的

  本訪團以一天時間前往雪梨市郊Paramata地區的新南威爾斯州毒品法庭，期待經由實際旁聽毒品法庭開庭的過程，瞭解澳大利亞政府對於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的司法程序如何進行。

三、參訪過程
  澳大利亞在1999年全國毒品高峰會之後，成立專門處理毒品問題的特別法庭，並以新南威爾斯州為示範法院。由於傳統法庭活動專注於事實釐清與證據調查，且法院對於刑事犯的判決均以宣告自由刑為主，而替代療法屬於醫療與司法的整合處遇，傳統的刑事司法程序對於施用毒品者的程序與法律效果因而有必要進行相當程度的調整，此即澳大利亞成立毒品特別法庭的目的。

我國學界與實務界，對於毒品犯究竟屬於病人或犯人，一直有所爭議。Roger Dive法官則認為：由於國家有義務防止毒品經由海關或邊界運輸進入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的警方與海關對於毒品查緝本有滴水不漏的義務，但因為預算或查緝技術上不可能達到完全禁絕，所以，澳大利亞政府與人民普遍認為毒品犯本身其實是國家防堵毒品不力的被害人，既然認為他們是被害人，不僅刑罰的執行已然失去意義，而且國家本身有義務來協助他們脫離被毒品糾纏的困境。所以，處罰這些毒品犯是沒有道理的，反倒政府是有義務協助他們戒毒。因此，以施用海洛因來說，在澳大利亞依據不同的州法，因施用情狀的差異，被告可能會被宣告12月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但是多數的宣告刑，均會同時宣告以其他方式（如：社區勞動）執行，不會入監執行，所以澳大利亞是一個實質上將施用毒品除罪化的國家，不過，除罪的理由並非全面接受吸毒行為的道德性，而是基於經濟上的理由，因為基本上澳大利亞政府與人民認為，將一個吸毒的人關進監獄，沒有試圖改變他的環境，沒有解決他身體、心理上對於毒品的記憶，出監後必然再犯，澳大利亞高成本的監獄，沒有辦法負擔如此低效率的刑事矯正政策。這也成為毒品法庭的重要基本理念。

  毒品法庭主要處理吸毒問題與因為吸毒衍生之其他刑事案件（如竊盜、搶奪、街頭小型毒販、情節輕微的持有槍械等等）的司法案件，毒品法庭不在審理有罪或無罪，而是在決定如何協助被告擺脫毒品的控制，與監視被告是否確實履行法庭的處遇命令。

  原則上，初觀毒品法庭的設計與一般刑事法庭並無顯著不同，由一位法官主審，由檢察官控訴罪名，次由被告對於事實進行答辯。但仔細研究其法庭活動過程、法庭活動、裁決內容與法律效果確實發現其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有顯著不同：

(一) 毒品法庭成員

  進入毒品法庭的被告多屬認罪的被告，所以沒有陪審團，通常由一名法官主審，毒品法庭法官的選任不需特殊資格，但經遴選後，需經過相當程度的專業領域研習。毒品法庭成員計有檢察官（Prosecutor，DPP solicitor）、警察代表（Police Representative）、臨床護理諮商員（Clinical Nurse Consultant）、公設辯護人（Legal Aid solicitors）、觀護人（Probation and Parole coordinator）、個案管理人（Registrar of the Court）。

（二）毒品法庭審理案件範圍

  毒品法庭審理與毒品有關的案件，包含單純施用毒品與施用毒品「典型伴隨」的刑事案件。何種案件為典型伴隨案件，往往會成為毒品法庭審前會議的討論重點。通常案件一進到毒品法庭，檢察官如果認為該行為對於社區有潛在危害性（例如持槍恐嚇），或非屬施用毒品引起之典型犯罪（例如詐欺、對幼女所為之性犯罪），檢察官通常會在審前會議反對該案件進入毒品法庭審理。

毒品法庭主要處理施用毒品犯罪與典型伴隨毒品之犯罪，如果被告接受並完成毒品法庭之戒癮計畫處遇後，該施用毒品犯罪與典型伴隨毒品犯罪之犯罪行為，都會被有條件赦免（如：緩刑宣告）。
（三）審前會議

  毒品法庭全體成員，通常在開庭前參與審前會議，審前會議在法庭中央的方桌進行，法官會將今日要開庭的案件，包括新案與舊案，與全體成員討論，每位成員再針對案件發表意見。審前會議先由個案管理人提交尿液檢驗結果，再分別由檢察官、警察代表、臨床護理諮商員、公設辯護人、觀護人等人分別依其於法庭外的調查資料與專業背景表示看法。如果認為被告戒癮成效不佳，法庭成員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試圖瞭解問題所在，如果是不可歸責於被告，法庭通常會再給被告時間與機會，但如果是可歸責被告的，成員也會跟法官建議開庭時，應給被告的處罰與責難。

  審前會議的目的主要在協助法官深入瞭解被告處境，包括藥物治療階段、再犯可能性、就業狀況、家庭生活狀況等等，以決定是否繼續或調整該戒癮計畫。Roger Dive法官表示，審前會議對於毒品法庭的運作很重要，由不同領域背景的成員，充分溝通個案戒癮的狀況，讓法官完全而充分瞭解被告法庭內外的生活狀況，被告開庭時也會詫異為何法官能如此掌握其戒癮狀況與生活情形，Roger Dive法官也打趣表示，審前會議的作用如同法官在每一位被告背後安裝了一台監視衛星，得以監控被告的一舉一動，避免法院遭被告欺瞞的可能性。
（四）被告回報程序（Report Backs）

  開庭日通常會緊接著審前會議後舉行，先由被告向法院回報近況，包括是否再使用毒品、工作狀況、財務狀況、居住狀況等等。Roger Dive法官表示，誠實與否在戒癮計畫中是非常重要的，毒品法庭也藉由被告的回報，實質掌握被告的近況與戒癮成效。

  在Report Backs的程序中，法官手上通常已經取得被告該次的尿液檢驗報告，所以Report Backs的一開始，法官通常優先處理再吸毒的問題，其次，再處理被告生活、工作條件改善與建立新人際關係的問題，而這些協助被告重新回復社會功能的法庭處遇，完全依賴被告在Report Backs程序中誠實地向法庭報告。
（五）戒癮計畫階段（Phases）

  一個新案經被告為有罪答辯後，經檢察官同意，將開啟一個戒癮計畫，新南威爾斯州毒品法庭的戒癮計畫原則上以藥物治療為主、心理輔導為輔，由醫師依據被告藥癮程度決定何種藥物是合適的，被使用的藥物有美沙酮與丁基原啡因。但因為使用替代藥物前有一個「去毒程序」，必須以隔離方式確保被告在開始使用替代藥物前，體內不再有殘餘毒品，以避免藥物交互作用引起生命危險，新南威爾斯州的毒品法庭乃利用監獄設施執行此一隔離，因此，開始戒癮計畫前，法官會宣告14日的短期拘禁，同意參與戒癮計畫的被告隨即被送往監獄隔離14日，14日後再釋放被告，由被告前往醫院開始替代療法。

  如何監督參與戒癮計畫的被告？被告通常必須在1年的戒癮計畫中經歷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每週報到一次、第二階段是兩週報到一次、第三階段是每月報到一次，每次報到均需採尿檢驗，沒有例外。階段間的過渡期則依據不同被告的戒癮成效而定，成效好的被告會迅速的過渡，成效不佳的則會一直停留在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三階段，如因表現不佳，可能會再回到前一階段，如再無改善即有被中止計畫的可能性。
（六）懲罰制度（Sanctions）

  在毒品法庭中另一重要制度，亦即被告違反法庭規定時的懲罰。一般而言，毒品法庭對於違反規定的被告所為的懲罰並非目的，而是手段。通常如被告違犯法庭命令，會依據違反的情節，被宣告1至3日不等的監禁，但是監禁不會馬上執行，而是累積到14日後一併執行。以最常見的再吸毒來說，被告如果是在Report Backs時坦承吸毒，並據實說明再吸毒的原因，法庭通常會因為被告態度誠實僅宣告1日監禁，但如被告並未主動據實報告，法官會提示尿液檢測報告書再聽取被告說明，此時，因為被告態度不誠實，所以法官通常會宣告3日監禁。

  Roger Dive法官於開庭結束後，向本訪團表示，誠實與否在戒癮治療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因素，所以毒品法庭會因為被告態度誠實與否，在處遇上給與明顯的差別待遇。

（七）鼓勵制度（Claps）

  被告完成毒品法庭所為的命令後（例如：連續尿檢陰性或找到工作），在Report Backs時，全體法庭成員會為被告鼓掌慶賀，此外，如被告確實表現良好，法庭也會宣告之前的懲罰被擱置或赦免（being waived），以此作為鼓勵的一種方式。

  Roger Dive法官表示，毒品法庭相當嚴格監視被告的行為，每次報到均須採尿，也會嚴格要求被告改變生活模式，如被告確實有所改善，由法官給與被告一點鼓勵，也許只是一句肯定的話，對於被告的心理會產生相當程度的支持力量，所以毒品法庭是在賞罰併重的方式之下，協助被告完成戒癮治療。
（八）聽證會（Hearings）

  毒品法庭成員對於某一具體情況，如有意見不同（如是否適格戒隱治療、社區風險、完成治療可能性）時，法官會召開聽證會，由成員繼續針對該具體情況陳述意見，再由法官下裁決。例如：某一具有性侵害前科的男子是否能參加戒癮計畫，檢察官與警察代表可能會顧慮社區安全因素站在反對立場，此時該案件將被暫時擱置，另定期日召開聽證會，聽證會中除法庭成員外，法官通常會邀請其他相關領域的專家（如精神科醫師、心理諮商師等）或被害人團體代表參與，由不同立場者充分陳述意見後再做決定。
（九）結業式（Graduations）

  被告如能依照毒品法庭的命令完成戒癮計畫，法庭會安排一個期日進行結業式，結業式通常會由一位法庭成員對於被告在戒癮計畫中的表現提出評論與叮嚀，法官本身也會致上祝福，並發給結業證書。

四、心得與建議

（一）對毒品犯的認知不同，刑事訴訟制度即呈現顯著差異性

  我國目前將毒品施用者定性為犯罪者，如屬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法定本刑為最輕6月以上有期徒刑，我國司法實務對於常見的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濫用者，於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程序之後，均科以超過6月而不得易科罰金之自由刑，而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本身又屬於實質上之自由監禁處分，因此我國目前對於毒品問題，原則上是以單純剝奪人身自由之方式進行對抗與防制。

  澳大利亞政府的作法則明顯與我國不同。首先，澳大利亞政府與人民體會到，蓋監獄關毒品犯本身是不經濟的，是欠缺成本效益考量的。而且國家本有防範毒品製造或非法輸入販售的義務，國家未盡義務在先，卻將吸毒者送入監獄在後，這種以自由刑方式防制毒品的刑事政策，除了保護中產階級的利益外，沒有其他道理。

  澳大利亞政府因此設計專門處理吸毒與伴隨吸毒引起犯罪的特別法庭來處理毒品問題，毒品法庭利用暫緩執行罪刑的轉向處遇命令要求被告完成戒癮治療。毒品法庭說穿了，其實是由法官一手拿胡蘿蔔一手拿棍子的兩手策略，命令被告確實完成戒毒計畫。

（二）我國緩起訴制度與澳大利亞毒品法庭之比較

   我國目前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24條及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條等之規定，由檢察官將毒品犯轉介至經衛生署核定之戒癮治療機構實施戒癮治療，由台南地檢署自民國95年開始試辦後陸續推廣至全國其他各地檢署。然而，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者採取一罪一罰，而毒品犯罪又屬於典型反覆再犯的犯罪類型，而完成戒癮治療又非一蹴可及，且戒癮過程是漸進式的，並非服用美沙冬等替代藥物就能立即替代海洛因。因此，往往數案件間，前案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後，後案與前案非屬同一案件，在一罪一罰下，前案好不容易開始，卻又面臨撤銷緩起訴之命運。且我國多數地檢署目前僅針對施用海洛因的第一級毒品施用者為緩起訴處分，反而對於罪名較輕的第二級毒品施用者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亦有輕重失衡之處，而多數施用毒品歷程通常均從甲基安非他命開始，一級一級往上吸，到最後以針筒注射靜脈方式施用海洛因，所以，對於程度、情節較輕的二級毒品犯罪，實有必要納入戒癮治療體系內，二級毒品施用者有許多是在學學生，一旦觀察勒戒或判刑後勢必中斷學業，再經過監獄烙痕後，通常會使這些朦懂的年輕人更自暴自棄，終至無法自拔。

  反觀澳大利亞毒品法庭對於毒品問題的處理遠比我國具有彈性，由法院法官依據被告戒癮決心與戒癮過程的更生情狀，隨時變動處遇計畫，對於有心戒毒者，盡量給予法律與復歸社會的一切資源，完成戒癮計畫後，對於吸毒及伴隨吸毒的罪名均暫時擱置（Waived，類似我國的緩刑）暫不執行；但對於無心戒毒者，法官也會以被告無戒癮決心，且其毒癮不戒不僅傷害自身外，也有高度侵害法律上利益為由，宣告更高的自由刑。

  澳大利亞與我國國情不同，不同制度很難完全援引照用。不過，澳大利亞的毒品法庭制度可以提供我國處理毒品問題時許多參考。建議我國應藉由各界更為廣泛的對話下，重新思考吸毒犯的性質，並進一步在司法制度上進行調整。由於檢察官具有犯罪追訴者的典型性格，並非進行戒癮治療的最佳機關，反倒我國的少年法（院）庭與澳大利亞毒品法庭許多觀念與作法不謀而合，如果搭配部分法律的修正，不妨可以作為制度設計上的參考。

乙、新南威爾斯州檢察署（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New South Wales）
一、拜訪對象

  新南威爾斯州檢察署（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New South Wales，下稱NSW DPP）檢察長Director Nicholas Cowdery AM QC、資深檢察官（Assistant Solicitor (Legal) ） Johanna Pheils。
二、參訪目的

  由於本次檢察實務參訪的重點在於瞭解澳大利亞的反毒以及不法所得沒收的制度。因此，除了參訪毒品法庭之外，也希望瞭解檢察官對於毒品法庭的評價為何？以及瞭解新南威爾州的不法所得沒收制度。
三、機關介紹
  NSW DPP係新南威爾斯州之州檢察機構，於1987年7月13日始成立運作，其並無須從事調查，而係交由西澳警察機關（WA Police Service）或貪汙及犯罪委員會（Corruption and Crime Commission）來調查，其主要工作內容包括：參與審判程序、聽證、上訴等。

  我們此次參訪的是NSW DPP位於Castlereagh Street265的第一辦公室（Head Office），其隱身於一般大樓之中，且其一樓大門旁還有一書報攤，從外觀觀之，完全無NSW DPP的招牌或標識，需進入大樓後始看到NSW DPP之管制門，其門禁十分嚴格，且於建築內禁止攝影拍照，檢察長、副檢察長、法律及行政人員均在其內辦公，另NEW DPP在雪梨西部尚設有3個辦公室、在新南威爾斯州還有7個辦公室。每一辦公室均有檢察官、行政人員及1名證人援助人員（Witness Assistance officer，一般為社工或心理學家）。

  在澳大利亞，警察機關調查完畢後，將報告交由檢察署，檢察署則依據此報告之事證起訴，檢察署並不直接負責案件偵查工作，但會提供警察機關法律意見且有最終決定是否起訴之權。全澳大利亞有9個檢察署，其職權大致均相同。在DPP的網站上都查得到檢察官手則（係規範整個程序中檢察官應遵守之原則），其中決定是否起訴有三項因素，第一、具備證據，第二、將來可能被定罪，第三、即使將來會被定罪，仍有選擇權決定是否起訴。在制度上，警察機關移送後，會先將案件發給一位分案檢察官後輪分，檢察官如認事證不足時，可將案件退回警察機關，警察機關補正後，可再行移送，此時，不一定分由同一位檢察官處理，且因前案部分檢察署均會歸檔，所以後案檢察官可調取前案查看。又檢察官會與被害人保持密切聯繫，但被害人無權要求檢察官終止或繼續案件的處理，在無法起訴時會與被害人解釋為何無法起訴。而澳大利亞之檢察機關只有一級，不像我國檢察機關三級化（有地方檢察署、高等檢察署及最高檢察署三級），所有繫屬於法院之案件，只要需要檢察官出庭之案件，均由檢察署的檢察官負責，不分審級，統一調派分配任務。

四、參訪過程
  檢察長Nicholas及資深檢察官Johanna很親切的帶領我們進入其會議室內開始座談，首先Nicholas談及其個人認為毒品法庭的制度是很成功的，因為可以減少再犯，又可重建吸毒者的人生，幫助其繼續就業、維持與社會間的穩定關係。但礙於州政府之預算，且仍有部分民眾及政治人物認為藥物法庭的制度會使民眾認為政府對於吸毒者的處置過於軟弱，因此目前只選擇在Newcastle設立藥物法院。但如此卻會產生區域間不公平之現象。且因經費問題，故每年有一定的名額限制，所以目前仍很多人正在排隊參與此制度。無毒品法庭之區域，係由普通法院來審理之，而普通法院有時亦會將吸毒者轉介至戒毒機構，但普通法院僅轉介，不若毒品法庭會監督整個戒治過程。


幾年前，曾舉行相關的反毒高峰會，其中有建議須設置免費針筒提供站以避免吸毒者因共用針筒感染導致死亡之情形發生，所以在Kingcross有提供免費乾淨針頭等醫療設施，讓有毒癮者可以帶自己的毒品到該處注射，且該提供站有護士、醫生，以避免施用者過量注射而死亡。該政策推行後，成功降低過量注射造成的死亡。該提供站，除毒品不提供外，其餘的包括針筒、諮詢、轉介等全部免費。目前全澳大利亞僅在雪梨Kingcross有設置一個免費針筒提供站，且警察並不會刻意在此處守株待兔去逮捕攜帶毒品前來施用之人；但如有毒品交易時，警察仍會查緝。另亦設有針筒交換處，但該處僅有護士，並無醫生。目前免費提供針筒國家包括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亞。我們亦簡單向檢察長介紹我國目前亦有提供針筒之制度。


新南威爾斯州針對不法所得查扣有三種法令規定，第一，2002年犯罪不法所得法案（The 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下稱POCA），係針對觸犯聯邦法及國際犯罪的案件，其提供兩種追討方式，一是民事沒收機制，一是刑事沒收機制；第二，1989年不法所得充公法案（The Confiscation of Proceeds of Crime Act 1989，下稱CoPoCA）是州立法，管轄權僅限於新南威爾斯州，其採用刑事沒收機制；第三，1990年犯罪資產追討法案（The Criminal Assets Recovery Act 1990，下稱CARA），係受犯罪委員會（Crime Commission）管制、執行，其採行無庸判決確定亦可沒收之民事沒收機制，如證據顯示金錢與財產係衍生自與重大犯罪相關行為，且根據刑事標準認定舉證責任，即可沒收之。又犯罪委員會並不隸屬於NSW DPP，其僅處理重大且金額在5萬澳幣以上之案件，且其有權保留沒收金錢供作其委員會運作之用。總而言之，NSW DPP沒收時，須以刑事判決有罪為前提，但犯罪委員會及CDPP則不以此為前提。


為防止被告在判決前脫產，警察機關可向法院聲請凍結或扣押被告財產，或將被告財產賣掉後信託，如將來定罪後，再將出售之實收款項移交至被害人補償基金（Victims Compensation Fund）內以作為補償被害人之用，州政府本身並不提供被害人補償。每一個案件，被害人最高可申請5萬元澳幣補償，且會由特別的法院（tribunal）來裁決。


至於沒收範圍包括可能曾用於犯罪之物、犯罪所得、因犯罪所得而衍生之物、因違法者後續處置而衍生之物或並非以不法手段取得之不明物（以上之物均包括財產與金錢）。如被告使用車輛販毒或在家裡栽種大麻時，該車輛及房子因屬可能曾用於犯罪之物，是均可沒收，且變賣車輛及房子之所得無論有無被害人，均會移交被害人補償基金。不同之處，犯罪委員會有權保留沒收的「金錢」作為其運作開銷之用，但將沒收「財產」出售之實收款項則須歸入被害人補償基金。又因犯罪所得而衍生之物（包括金錢及財產），如被告以販毒之所得購買股票、房屋等，亦均得沒收。又被告如判決後，出版回憶錄或向媒體販售其故事時，法院亦可沒收此部分被告後續處置而衍生之相關所得。另澳大利亞在販毒部份亦有類似我國財產不明之規定，會審酌被告過去幾年的活動或生活方式是否與其所得相符，如不符，可直接沒收，並歸入被害人補償基金。舉證責任部分，一是由警察機關調查；另一種則係由最高法院來裁決，最高法院有權要求被告說明財產來源。而依POCA及CoPoCA判決沒收時，只要有法院判決有罪，有時NSW DPP或CDPP也不一定要去證明財產與犯罪有一定關連性，只要有資訊（information）說明該財產係犯罪所得即可沒收。但沒收之物如涉及無辜第三人時，法院須審酌第三人之情形來決定是否沒收，如前述例子中係先生在家種植大麻，但妻子不知情，此時法院須衡量沒收房子會不會造成妻子不適當及生活上有苦難之情形。


被告資產被扣押或禁制時，為顧及其權益，法院可決定在其被扣押或禁制之資產內有多少額度可使用於選任律師，所以如扣押或禁制之資產不多時，很有可能最後是所有被扣押或禁制之資產會全部變成律師費。
五、心得與建議
  因參訪新南威爾斯州檢察署在於瞭解新南威爾斯州的反毒以及不法所得沒收的制度，此部分因與新南威爾斯州毒品法庭以及聯邦檢察署墨爾本辦公室參訪之議題重複，不法所得沒收制度另涉及州與聯邦之比較，故此部分之心得與建議，併入該二機關之心得與建議。

丙、澳大利亞犯罪防制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一、拜訪對象

  研究部門主任Dr. Judy Putt、研究員Dr. Katie Willis、Dr. Kelly Richards、Dr. Raymond Choo。

二、參訪目的

  我國目前僅在各大學設有研究犯罪問題的科系與研究所，另外，國家針對特定犯罪所需要的研究，則由不同的需求機關（如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委託學者或機構研究。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並非學術機構，而係政府機關。該機關從事犯罪的研究，不過研究內容與範圍並非供學術使用，而係交由行政部門作為立法或調整刑事決策的參考。簡言之，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是由國家針對犯罪行為所成立之專門研究機構，我國目前行政機關並無相類似的設計，本訪團乃藉由本次考察機會了解澳大利亞此機關的運作情形。

三、機關介紹

  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位在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是澳大利亞為研究犯罪與司法制度而成立之專責機關，其經費來源全由國家負擔。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成立的宗旨，在於提升司法制度效能、研究犯罪原因以對抗犯罪、針對犯罪行為進行實證性之研究、刑事政策推動之評估等等，以作為行政決策與推動時的參考。

  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是聯邦所成立的國家級研究機關，犯罪學研究法案（Criminology Research Act 1971）於西元1971年制訂，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則於西元1973年正式成立，長達36年的歷史，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長期為澳大利亞政府提供有效而穩定的打擊犯罪建議。比較特殊的是，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的執行長，能依據研究之結果，直接對澳大利亞總理與各州州長提出具體刑事政策之建議。

  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的功能在進行犯罪研究，並將犯罪研究與解決方案進行整合，以提出確實有效之刑事政策，如有新的研究結果並舉辦全國性會議或研討會以整合各界之意見，以便提出有效的刑事政策，也同時將研究結果集結成冊，隨時提供給外界參考。

四、參訪過程
  研究部門主任Judy Putt博士先為本團簡報有關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的運作情形。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現有5名研究經理、18位研究員、12名研究助理，而研究員與犯罪學研究所間均屬於聘僱契約關係，通常是犯罪防制研究所設定研究議題後，才公開徵選遴聘相關領域之研究員。目前正進行研究中的議題有槍枝管制監測計畫、在監人犯死亡原因研究、少年拘禁、企業資訊安全、藥物濫用、毒品查緝與防制、反洗錢及反恐怖主義融資、網路犯罪等議題。

  研究員Katie Willis博士為本團簡報有關澳大利亞毒品犯罪的現況。該研究所經由警方所提供之數據研究發現，澳大利亞從1996年至2008年將近12年間，大麻的濫用與販賣仍屬最大宗的毒品案件，1996年查獲販賣與施用大麻案件計有7萬6523件，近十年來因為新興毒品的排擠作用，使大麻的使用略微下降，不過，直至2008年的統計資料，仍有將近5萬8000件。海洛因的濫用案件，除了在1998升高至1萬8569件外，長期觀察澳大利亞的海洛因濫用有下降趨勢，在200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大約僅有3681件。至於新興毒品搖頭丸（MDMA、MDA）的濫用，澳大利亞在全世界僅次於荷蘭，位居第二，而且10年來雖未急遽上升，但是直至2008年尚有9869件，沒有下降趨勢。令人較為擔心的是甲基安非他命的濫用，近10年來有持續上升的趨勢，例如在1996年，甲基安非他命類的濫用僅有4289件，但是直至2008年的統計，甲基安非他命的濫用已達1萬8957件，成長將近4倍。

   研究員Kelly Richards博士則為本團簡報有關澳大利亞網路犯罪與企業資訊安全的相關議題。其指出，網路犯罪與企業資訊安全一直是澳大利亞政府相當重視的犯罪議題。過去澳大利亞企業所遭致的資訊安全威脅多來自有意或無意的網路病毒入侵，不過，由於企業資訊安全重要性意識與防火牆技術的日益提升，使這部分的憂慮稍微下降，然而，近年來，發生多起利用商業間諜滲透，跳過防火牆之監視，而直接以最傳統的下載資料方式導致嚴重的企業資訊外洩，也令企業重新檢視其資訊安全的規劃。由於企業資訊安全的維護需由企業全體員工共同防範，所以目前澳大利亞企業對於企業安全資訊之防範，著重於員工資訊安全教育、任務隔離（segregation of duties）、可攜式電子設備資料儲存限制、系統內容監視、使用者控管、員工背景調查、淘汰電腦之管理、網路連結監視、帳戶與密碼管理等等措施。

  研究員Raymond Choo博士則為本團簡報澳大利亞的反恐現況。其指出，對抗恐怖主義的滲透，無非面對如何斷絕恐怖主義經由境外將不明資金移入澳大利亞的洗錢防制問題。如能阻絕恐怖主義金流，對於遏止恐怖活動會有相當程度的助益。過去常見的洗錢管道均在各國通力合作下獲得有效的遏阻：例如地下匯兌取締、銀樓收購鑽石限制、賭場金融監視、國際旅行支票登記查核制度等等。不過，近來發現，洗錢掮客嘗試利用跨國百貨業者所發行的儲值卡（SVC, Store Value Cards）進行洗錢，由於儲值卡攜帶方便且額度可以互相轉移，容易化零為整，所以已成為恐怖主義覬覦的新洗錢工具。澳大利亞政府目前積極針對小型精品店、賣場業進行可疑、大筆金錢移動的監控，也嘗試要求儲值卡的提供業者，進行身份查核或金額的管制，不過，也由於儲值卡提供業者與洗錢地通常跨越一國或數國境，所以，這一點也有賴未來的國際性合作。

五、心得及建議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相當重視犯罪的原因與找出有效控制犯罪的研究。因此，澳大利亞政府成立國家級專責研究犯罪行為的機構，且其層級相當高，得本於研究結果隨時直接向澳大利亞總理提出警告與建議。也因為設置目的與經費來源均來自國家贊助，所以，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研究的方向與目的均相當明確，均以實際解決犯罪問題與消除犯罪因素作為研究的動機與方法，不會有太過學理的研究，這一點相當值得我國參考。

  反觀我國針對犯罪現象多屬個案性的委託研究，研究方法與結論太過學術性，學院派的研究結果對於實務所面臨之難題與困境所提供之建議，成效有限，所以國家編列預算委託學者研究的研究結果，多數束之高閣，間接來說形同資源浪費。例如：以各地檢署來說，提供帳戶之幫助詐欺與施用毒品案件總計約佔各地檢署受案類3分之1以上，此類案件也不需要特別進行偵查，法院也多判決有罪，所以，司法人員也漸漸習以為常，而這類案件也不會成為負擔，但是，或許大家習以為常之後，也同時忽略，此類案件其實是行政部門應進行刑事政策調整，根本不應由司法系統來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國國內針對司法實務上此類面臨問題的研究卻反常地貧瘠。長期以往，理應調整刑事政策以有效對抗該犯罪的思維，在司法消極主義下逐漸式微。所以參訪澳大利亞犯罪防制研究所後，我們認為或許可以作為犯罪原因研究與對抗上的重要啟發。

  總體而言，澳大利亞犯罪防制研究所的許多研究相當實際，而且確實針對實際的犯罪現象進行研究，並提出相當實際的解決方法。從參訪過程與該研究所發表的文獻可以體會到，澳大利亞針對犯罪的研究相當著重於效益主義，也就是從政府成本的角度來思考犯罪的對抗，因此，或許將國家經費支出在研究機關看似欠缺成本效益，但是如果該研究機關能提出確實有效的建議，事實上，對國家整體來說，反而可以獲取更大的利益。
丁、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Australian Government）
一、拜訪對象

  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Australian Government，下稱AGD）由國際犯罪合作司司長Maggie Jackson率負責司法互助及引渡業務之處長Belinda Barry及相關業務單位主管與本團會晤，澳大利亞外貿部亦派北亞司港澳台科專員Simon Clayton與會。

二、參訪目的

  我國與澳大利亞間未有任何刑事司法合作之相關協定或備忘錄，兩國法務部門及檢察機關亦無固定性之聯繫窗口，導致雙方無法建立經常性之合作管道。但是近年來，臺澳兩國間經貿往來日漸頻繁，我國移民澳大利亞人口更日益增加，雙方各項交流有增無減，跨國犯罪亦應運而生，尤其是毒品、金融、洗錢、恐怖份子及組織犯罪等等。我國近年來致力掃除黑金及司法改革，亟思發展國際合作以有效打擊犯罪。因此，如何建構一個可以與澳大利亞就犯罪偵查進行實質合作之管道，乃為迫切之課題。但因我國特殊外交處境使然，目前僅與美國簽有『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下稱臺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以及於今（98）年4月26日甫與中國大陸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下稱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與其他國家之刑事司法互助， 僅能以個案出具互惠條款之保證方式，逐步建立誠信與合作關係來進行。臺澳之間目前雖尚無刑事司法互助之需求，但臺澳兩國間之交流既然日益頻繁，且澳大利亞又定有1987年刑事互助法（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 1987）。因此如何向澳大利亞政府提出刑事司法互助請求？澳大利亞政府於何種情形下可能提供協助，何種情形下可能拒絕協助？澳大利亞目前與他國進行刑事司法互助之現況為何，均為本次參訪所欲瞭解之重點。

三、機關介紹

  澳大利亞司法為英美法體系，聯邦法院體系採三審制：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為最高法院；聯邦首席大法官（the Chief Justice）及其他六位大法官由聯邦政府提名並由總督指派。各州法院採三審制：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為各州最高法院；惟坎培拉及北領地採二審制。另澳大利亞法制可分為聯邦與州二元法制。6個州（State），2個特別區（Territory）及聯邦（Commonwealth）分別有各別的國會，立法，警察，檢察署及法院。聯邦處理特別的犯罪，地方則處理大部分的犯罪。 聯邦有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及Commonwealth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前者地位相當於臺灣的法務部，後者則相當於聯邦的檢察署，不負責調查，僅職司聯邦犯罪的起訴。

  AGD是澳大利亞的中央決策及協調機構，其功能在於提供法律專家的意見給聯邦政府，以維持並持續提升澳大利亞的法制、國家安全以及緊急應變系統，其施政目標在於促進公正以及安全的社會，為了達成此一目標，AGD由以下三個方面著手：公正且可利用（Accessible）的聯邦民事司法；統籌聯邦刑事司法，安全以及緊急處理機制；協助地區發展等等。因此，AGD的組織架構大致可分為民事與法律服務部門（Civiil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Group）、政策與協調部門（Strategic Policy and Coordination Group）及國家安全與刑事司法部門（National Security and Criminal Justice Group）
，本次所拜訪的國際犯罪合作司（International Crime Cooperation Division，下稱ICDD），即隸屬於國家安全與刑事司法部門，負責司法互助（mutual assistance），引渡(extradition)，國際換囚(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prisoners)之相關案件處理，政策的擬定以及執行與打擊跨國犯罪有關的立法。此外，ICDD對於鄰近國家也提供有關打擊跨國犯罪以及執法的技術上援助。該司以下又可分為兩科，即司法互助與引渡處（Mutual Assistance and Extradition Branch）及司法互助與條約處（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reaties Branch）
。

  至於澳大利亞的聯邦部會，在內閣中有部長"Minister"，以及政務次長"Parliamentary Secretary"，很特別的地方在於，這些部會首長都是由國會議員兼任。一個部中，可能有兩個以上的部長，三到五個政務次長。如一個澳大利亞外貿部，有外交部長"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也有貿易部長"Minister for Trade"，兩人地位相當，各有所掌 。在聯邦檢察總署（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中，也有一個叫"Attorney General"的 檢察總長，另有一個叫"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的內政部長，後者負責督導執法機關及國家安全等事務。AGD相當於我國的法務部，掌理事項包括法律事務、人權、犯罪防治、國家安全、反恐等等。至於每個部會中唯一的"Secretary"，則是介於政務次長與常務次長間的一種最高級官員，通常由總理提名任命，地位崇高，但不受政黨輪替之影響，因此不是政務官，其職務是負責整個部會的運作。
四、參訪過程
  本次因外交部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之協助安排，訪團得以順利至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一窺究竟。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位於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為一座嶄新的玻璃帷幕建築物，入內必須先在一樓櫃臺換取證件後，方可經過管制門進入一樓中庭。聯邦檢察總署的中庭陽光充足，且牆邊設有小張桌椅可供人員休息用餐。放眼望去，各層辦公室的牆壁採透明設計，因此由一樓中庭即可看見辦公室內員工走動情形，氣氛甚為輕鬆。訪團嗣後由一樓中庭坐電梯上樓與國際犯罪合作司司長及相關人員座談，卻沒想到這一站卻是本次所有參訪行程中氣氛最為嚴肅的一個參訪地點。

  澳大利亞在國際司法互助層面上，除與若干國家簽訂雙邊司法互助條約外，澳大利亞另為多邊公約（如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之簽署國。此外，澳大利亞另訂定1987年刑事互助法（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 1987）】，明定澳大利亞得接受任何國家提出請求，或向任何國家提出請求。該法不但規範了澳大利亞政府應如何向其他國家請求協助調查取證、如何請求他國協助搜索扣押、如何請求他國協助解送受拘禁人或安排其他證人至澳大利亞作證、其他國家解送受拘禁人至他國作證時經過澳大利亞時之程序（包括授與澳大利亞警察對於此種脫逃之受拘禁人得逕予逮捕的權力及後續處理程序）、有關不法所得之協助查扣沒收等，均有詳盡的規定；對於他國應如何向澳大利亞請求司法互助以及請求的範圍，亦有明確的規定。此外，澳大利亞檢察總署的官方網站上，對於誰得對澳大利亞政府提出請求，如何請求，請求要注意的事項，應特別註明事項（例如，證人證詞是否需在法院宣誓做成？請求是否緊急？是否已有澳大利亞的執法單位介入調查？調查取證的程序是否需在司法官員或陪審團前做成？），請求應向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的哪一個單位提出等等，均有簡明扼要的說明
。簡單易懂的網站說明，對於亟需提出請求，卻不熟悉澳大利亞司法互助法的他國來說，可說大有幫助。

  根據1987年刑事互助法第11條規定，外國（a foreign country）
得向AGD或AGD授權之人以書面請求互助。此書面必須載明（1）請求的主管機關、（2）相關犯罪事實以及所犯法條的摘要、（3）請求提供協助的目的、（4）其他任何有助於請求的資訊。根據該法，是否提供協助由檢察總長決定，但實務運作上通常是由本次接見的

國際犯罪合作司司長Maggie Jackson負責審核。以下乃本次座談之摘要內容：

（1） 是否必須與澳大利亞簽有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才能向澳大利亞請求提供協助？澳方表示，刑事司法互助之提供不以兩國簽有協定為必要。

（2） 就我國最高本刑為死刑之案件，澳州是否可能拒絕提供協助？訪團提出此一問題，係因1987年刑事互助法第8條明定澳大利亞可能拒絕提供協助的原因，其中（1A）（1B）規定：如果他國起訴或判決之罪名，可能使被告遭受死刑之處罰，澳大利亞政府必須拒絕提供協助。如果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長認為提供協助，可能導致被告被判處死刑，聯邦檢察總長也可能拒絕提供協助。因此會中我方提問，如果我國請求協助所涉及之罪名，在台灣最高可判處死刑，澳大利亞是否絕對拒絕提供司法互助？澳方表示，因澳大利亞無死刑，因此我國必須提出不執行死刑之聲明，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才會考慮提供協助。

（三）在我國構成犯罪，但在澳大利亞不構成犯罪的罪名，澳大利亞是否可能拒絕提供協助？澳方表示，根據1987年刑事互助法第8條（2）之規定，澳方有可能拒絕協助。

（四）我方詢問，如我國人民在台犯罪後潛逃澳大利亞，是否可請求澳大利亞政府協助引渡回台？澳方表示，引渡與刑事司法互助不同，引渡必須兩國間有簽訂引渡條約或協定，或是雙方均有簽署多邊國際公約始能提供協助。

（五）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接受請求後之作業流程為何？澳方表示，若是請求協助取得證人證詞，如證人同意作證，可直接到警察局作證。如不同意作證，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傳喚。如果請求澳方協助調取商業記錄，則由警方向法院申請令狀調取。另若請求澳方協助搜索、扣押或取得政府的公文書，亦可由警方直接向法院聲請令狀取得
。

（六）澳大利亞與哪些國家進行刑事司法互助較為頻繁？澳方表示，澳大利亞與美國、英國、紐西蘭、香港以及泰國進行刑事司法互助較為頻繁，通常是有關販賣毒品的案件。

（七）有關不法所得沒收及查扣之請求，是否亦向AGD提出？澳方表示向其我國有關機關可向AGD請求，且於偵查階段即可請求澳方協助。  
五、心得與建議

（一）、我國應儘速制訂刑事司法互助法

  目前我國與他國進行刑事司法互助，除與美國簽有臺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與中國大陸甫簽定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與其他國家之刑事司法互助，係根據『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以個案出具互惠條款之保證方式，逐步建立誠信與合作關係來進行。然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係民國52年公布施行之一部老舊的法律，條文僅有區區9條，與澳大利亞之司法互助法相較，規定甚為簡陋。且根據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第3條規定：『委託事件之轉送，應以書面經由外交機關為之』，與澳大利亞或英國之法務機關可以直接接受他國法務機關之請求相較，甚為浪費時間。此外，該法僅簡略規定請求之範圍包括送達及調查證據，就如何協助他國查扣及沒收犯罪所得之規定則付之闕如，實無法因應目前國際司法互助之趨勢。因此，為迎合時代之需要，我國實有必要儘速訂定刑事司法互助法。
　　

（二）、設計簡明易懂的網站說明

  澳大利亞檢察總署的官方網站上，對於誰得對澳大利亞政府提出請求，如何請求，請求要注意的事項，應特別註明事項（例如，證人證詞是提出刑事司法互助否需在法院宣誓做成？請求是否緊急？是否有澳大利亞的執法單位介入調查？調查取證的程序是否需在司法官員或陪審團前做成？），請求應向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的哪一個單位提出等等，均有簡明扼要的說明。簡單易懂的網站說明，對於亟需提出請求，卻不熟悉澳大利亞司法互助法的他國來說，可說大有幫助。因此，我國亦可考慮在法務部網站上建構相關說明，以供欲向我國提出司法互助之他國參考。
戊、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人民服務廳-心理健康與毒品防制部門（Stat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 Australia ,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 , Mental Health and Drugs Division）
1、 拜訪對象
  部門主任Paul Smith、健康保護與戒毒執行處執行長Roland Jauernig、政策制訂與推動處執行長Pier De Carlo、毒品政策資深顧問Dr Malcolm Dobbin、維多利亞州警察署協調處（Covert Support Division）高級警官Anthony Biggin等人。

2、 參訪目的

  參訪維多利亞州人民服務廳之心理健康與毒品防制部門，係為瞭解維州之反毒政策以及反毒措施。

3、 機關介紹

  心理健康與毒品防制部門（Health and Drugs Division,MHD）是維多利亞州人民服務廳（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轄下的一個官方部門，設在維多利亞州的墨爾本市，該機關旨在防止藥物濫用並提升國民心理健康，這個機關提供支持性的心理健康諮詢，促使藥物成癮者得以恢復生產勞動力，機關提供有效而安全的戒癮方案與服務，也同時提供戒癮成效（improves evidence）、安全劑量測試（strengthens practice）、庇護措施革新（fosters innovation）等之實證性研究。MHD並在藥物濫用而導致心理疾病前及早介入，藉以增進維州州民心理健康。MHD提供維州州民之心理健康服務，舉凡毒品政策、戒毒方案、對於濫用者自身、家人的及早預防與事後介入等等。

四、參訪過程
（一）MHD部門主任Paul Smith首先介紹，該部門的工作範圍包括戒毒政策之制訂與推動、生產力提升，抵癮藥物的提供與監視等等，MHD也負責整合衛生機構、民間組織以及其他公共部門，以確保公共任務得以順利推動。

  MHD內主要有兩個處，一個是心理健康與戒毒執行處（The Mental Health Drugs Operations Branch），另一是心理健康政策處（Policy,Planning and Strategy Branch）。心理健康與戒毒執行處負責心理健康品質與生產力提升，此一部門除負責監督戒毒方案的執行情形外，也關注新興的心理健康服務與戒毒方案。本處工作重點除在於提升維州州民生活品質與生產力，並負責AOD服務系統建制與資格審查，本處將心理健康與毒品防制進行結合，將戒毒者、親屬以及其他有關人員納入信任體制內，致力於提供生產力與生活品質，協助戒毒者恢復健康、提供庇護與訓練。心理健康與戒毒執行組設有一名重要的顧問，即精神科主任（the Chief Psychiatrist），精神科主任專責於提升公共心理健康服務之品質，但同時也負擔監視毒品蔓延的問題，精神科主任對於立法與心理健康等公共政策，也隨時提供臨床醫學上之意見，精神科主任也同時負責相關心理健康醫療服務申請案之審查。

MHD的另一部門是心理健康政策處（Policy,Planning and Strategy Branch），負責心理健康、毒品及酒癮政策之研究，作為提供立法時的參考，本部門除提供戒癮政策外，也提供預防與支援，該部門同時負責MHD的財務與報告系統，包含主要議題、資料分析、政策制訂、政府部門協調及戒癮計畫中的與司法有關之部分。本處同時負責推動提供酒精類飲料之健康與社會政策，也與維州政府共同推動酒精管制之平衡政策，特別是推動維州2008至2013的酒精管制立法（Victoria’s Alcohol Action Plan 2008-2013）。本處的政策計畫組（Strategic Planning Unit），同時職司未來性的政策，負責為政府提供酒精與藥品管制之意見，本組也負責各部門間之聯繫，隨時提供立法政策之改進建議，包含官方文書之制訂，本組也負責最新部會計畫資訊之更新等。

（3） 政策制訂與推動處執行長Pier De Carlo接著為本訪團介紹維多利亞州毒品濫用的情形，他提及維州目前最多面臨最大的問題是酗酒問題，其次是大麻與搖頭丸，海洛因有減少的趨勢，但是安非他命有持續上昇的趨勢。毒品減害計畫重點工作，維州減害計畫目前推動的細部計畫有潔淨針筒計畫（Needle Syinge Programs）、監禁中持續提供抵癮藥物計畫（the provision of pharmacotherapies such as methadone to persons in custody）、非致命毒品濫用行為之取締（Attendance of police at non fatal drug overdose）、藥物濫用者之司法轉向處遇（The use of various division programs for minor drug offences）等等。
  Pier De Carlo特別提及，過去的2008一年之中，維州政府提供900萬支的潔淨針筒，配合的藥局或商店有900家之多，總花費大約1億5000萬澳幣，評估資料顯示大約阻絕了2萬1000人的C型肝炎感染者，也阻絕2萬5000人的愛滋病感染，大約為政府省下77億澳幣的醫療成本支出，所以對政府來說，針筒潔淨計畫應該是一件相當划算的投資。

  另外，因為維州首府墨爾本市的夜生活相當蓬勃，因應夜生活所產生的過量飲酒、大麻與搖頭丸等問題日益嚴重，所以，MHD與司法部門取得協議，對於飲酒犯罪者與施用大麻、搖頭丸者進行司法轉向處遇，司法轉向處遇的內容是經由法院之裁決，責令被告在警察監督之下，在重點時間內，由被告前往各酒吧宣導過量飲酒或吸毒的危險性，並協助警察取締大麻販賣者與濫用者。

Pier De Carlo也提及，在推動減害計畫與替代療法的過程，澳大利亞政府與人民也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不過，經由多年來的努力，多數人民相信吸毒者本身並非犯罪問題而是健康問題，而且衛生機關開始推動以美沙冬為主的替代療法後，財產犯罪確實有效減少，漸漸人民也會接受這樣的處遇。

（三）維多利亞州警察署協調處（Covert Support Division）高級警官Anthony Biggin緊接著為本團介紹打擊毒品販賣的情形，過去警方著重於販毒者的逮捕，不過現在則與MHD密切合作，特別對於青少年的毒品教育，因為如果毒品需求減少，供應上自然會下降，所以這是近10年來維州警方對於緝毒觀念的重要轉換。

Anthony Biggin提及目前從越南進口毒品對於維洲來說是很大的威脅，現在越南毒販是利用人海戰術進行毒品運送，以少量多人的方式闖越海關或機場，而且販毒集團多吸收不曾吸毒的人擔任攜毒的工作，以避免緝毒犬的嗅覺。目前維州警署經由監聽所掌握小型攜毒者，也不會立即採取逮捕的作為，而是試圖掌握其擔任操縱的背後販毒集團。目前的作法是利用越南毒販者彼此之間的內在衝突，例如販毒地盤衝突，或策反被逮捕者提供資訊等等。關於訊息提供者的秘密證人保護，澳大利亞政府提供身份改變與基本生活照料，不過，許多的秘密證人因為生活習慣因素，通常於保護一段時間後，會回到原本的生活圈，所以，秘密證人的保護在澳大利亞也很難作到百分之百。

五、心得及建議（澳大利亞地方政府機關相當重視行政整合、行政彈性與政策研究）

  本次拜會的維多利亞州人民服務廳心理健康與毒品防制部門，其功能相當於我國一般地方政府的社會局與衛生局的結合。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澳大利亞政府的行政機關間並無嚴格的本位主義，而是朝向同一行政目的，由各業務相關甚至業務衝突的不同行政機關間進行緊密的協調與結合，不會有互推皮球的情形。例如：本訪團在研討中，曾提出台灣常見警察守候在清潔針筒提供站守捕吸毒者，這對澳大利亞官員來說相當不可思議，這一點組織間的協調與結合理念實在很值得我國借鏡。

  另外，由該部門所負責推動的減害計畫，其基本觀念不變，但實際作法則隨時依據社會情狀進行改變，足見澳大利亞的行政機關相當具有彈性。且依據我國現狀，通常由中央機關制訂政策後，責令地方機關負責推動，地方機關本身對於決策並無研究之能力，僅能配合中央推動政策，不過，本次參訪的心理健康與毒品防制部門，其組織本身即有研究部門，隨時對於特定政策之成效提出評估意見，並隨時注意各地方不同的情狀，對於特定推動中的政策進行修正，此點也相當值得我國借鏡。

己、聯邦檢察署墨爾本辦公室（Common Wealth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一、拜訪對象

  聯邦檢察署墨爾本辦公室（Common Wealth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下稱CDPP）的三位檢察官Senior Assistant Director Carolyn D Davy、Lawyer Andew Doyle、Lawyer Sean O’Sullivan，以座談形式與訪團討論聯邦之不法所得禁制與沒收制度以及在此方面應如何尋求澳大利亞司法互助。

二、參訪目的

  由於澳大利亞不法所得沒收制度為本次檢察實務參訪的重點，訪團於參訪NSW檢察總署時，已大致瞭解新南威爾州的運作情形。因此也希望本次能順帶瞭解澳大利亞聯邦法規對於不法所得沒收之制度與各州是否有所不同。

三、機關介紹

  CDPP是透過澳大利亞國會設立之追訴違反聯邦法律被告及沒收不法所得之獨立檢察機關。其於1984年開始運作，並負責追訴有關輸入毒品、關於聯邦之稅或社會保險詐欺、商業詐欺、洗錢、走私、人口販運、恐怖行動等等之犯罪。CDPP的總部（Head Office）在坎培拉，並在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伯斯，阿德萊德，霍巴特及達爾文等地區設立聯邦總察署辦公室。CDPP沒有調查權限，其起訴及查扣不法所得均取決於其所指定之調查機構之調查報告。

  而我們此次拜訪位於Level 15,460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之聯邦檢察署墨爾本辦公室，因為參訪前已先聯繫，所以Senior Assistant Director Carolyn D Davy、Lawyer Andew Doyle、Lawyer Sean O’Sullivan、Lawyer Andew Doyle、Lawyer Sean O’Sullivan很貼心的為我們找了相關的資料提供我們參考，並且在討論過程中，雙方很熱烈的對於此次參訪的主題交換很多意見，讓我們更加瞭解澳大利亞的運作情形，而我們也將我國的制度規定向他們介紹，彼此交流。一到會議室後，即看到了會議室外的一排辦公室，Senior Assistant Director Carolyn D Davy向我們表示那均是專門負責查扣犯罪所得檢察官之辦公室，而在CDPP內通常是由較資深並較有經驗的檢察官來負責不法所得之查扣，因為往往不法所得查扣都較為複雜困難，座談後，三位檢察官帶我們到另一處交誼廳，一大片的的落地窗，窗外可以看見墨爾本的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家事法院等等。

四、參訪過程
  根據CDPP檢察官的說明可知，澳大利亞（Australia）是由6個州及2領地所組成。各州、領地及聯邦有其獨立的司法審判系統，彼此獨立，但也有其重疊之處。各州、領地及聯邦都有自己的刑法規定及沒收制度，但有時也會有相同重疊之處，如新南威爾斯州就有獨立的犯罪調查委員會（The New South Wales Crime Commission），委員會可自行進行調查，如有必要時，亦可查扣沒收；在維多利亞州，如涉及販賣海洛因時，可能同時違反了聯邦法律及州法律；但如涉犯輸入毒品，則僅違反聯邦法律；又州的法律規定則只限於處理殺人、強暴及僅涉及個人之詐欺行為等等。

  在澳大利亞各州、領地及聯邦都有自己的罰金及沒收規定，且大部分都有刑事沒收及民事沒收之規定，又有專門之檢察官負責此部分的業務。聯邦關於不法所得沒收係依據POCA，該法案制訂於1987，而於2003年1月1日始加入民事沒收（civil forfeiture）規定。

  POCA提供一通盤之規定來追查（trace）、禁制（retrain）、沒收（confiscation）違反聯邦法律之不法所得，甚至有時亦可用於違反外國法令或州法之不法所得。須符合以下三要件方可適用POCA：（1）遭起訴或判刑時；（2）有重大犯罪嫌疑時；（3）該財產係因透過犯罪而取得時。在修法後，整個制度較為完善，不見得非得在起訴時，才可沒收，只要是有犯罪嫌疑時即可沒收；亦非一定要與犯罪嫌疑人有關時才得沒收，只要財產跟犯罪本身有關亦可沒收。以下則針對POCA規定架構簡單介紹。

（一）、對人的訴訟（Person-directed action）

（1）以判決有罪為基礎（Conviction-based）之沒收


按我國法律規定，檢察官得扣押可為證據或得為沒收之物；在澳大利亞，提起POCA訴訟時，CDPP可聲請法院對被起訴或判刑者核發禁制令，以避免被告揮霍或隱匿財產，並確保將來沒收之成效。CDPP提出聲請時須檢具有權機關（通常是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出具之證明。

法院會對下列之物作出禁制令：

①被起訴或判刑者之物。

②在被起訴或判刑者有效控制下之物：此物不一定要屬於被起訴或判刑者所有，但須證明係其對該物有實際控制。且其有效控制之公司或信託持有物亦得被禁制。其他人如無對價關係而接受被起訴或判刑者贈與之物，在未超過六年時亦視為處於有效控制狀態。

③犯罪所得：會因被第三人持有或透過洗錢而轉換成不同的形式。且該種財產只有在善意第三人以適當約因購買時，才會停止轉換。

④供犯罪所用之物。

禁制令之取得係為了保全被告資產，以便將來判決後可透過下列方式有效沒收：

①沒收令（forfeiture order）：針對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

②應課罰金令（pecuniary penalty order）：針對衍生自被告之利益，係指被告要向國家支付法院認為重大違法衍生利益之金額。亦即在不法所得已不存在之情形，CDPP可向法院聲請核發應課罰金令，命被告支付相當於不法所得之金額給聯邦政府。其效力及於被告所有或有效控制之資產，且該資產未必需要受到任何刑事犯罪行為之污染（即資產不一定要非法的，縱使合法亦可），比如被告販毒所得為十萬元，十萬花光了，被告另外有房子時，可透過應課罰金令來沒收該房子。又因犯罪所得而衍生之物，亦可依應課罰金令來沒收之，例如犯罪所得是二千元澳幣，被告又以該二千元澳幣買了一棟房屋，因該樓漲價又獲利二千元澳幣，該獲利二千元澳幣亦得沒收。

③自動沒收（Automatic forfeiture）：在判決後六個月，如被告或第三人無法證明該物並非不法所得或非用於犯罪行為，以致於無法將該物排除於禁制令效力外，則所禁制之物自動沒收。

  在我國是否為不法所得，需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來證明係不法所得，所以如有移轉情形時，往往舉證困難，但在澳大利亞CDPP取得禁制令時，可禁制被告所有資產，且因為已超過合理懷疑，所以舉證責任倒置，係由被告證明係合法所得，有時很簡單，有時則很困難，如有時被告根本沒有工作時，但他卻有很多收入；或如稅務詐欺案件，被告經營很多餐館均逃漏稅時，因為其本身有合法的經營業務。

（2）非以有罪判決為基礎（Non conviction-base）之沒收

  在犯罪嫌疑人被懷疑涉犯重大聯邦法犯罪，縱使尚未被起訴，亦可取得禁制令。嗣後CDPP無庸證明被告有罪，但仍須證明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如果法院認為被告犯罪時，法院將會針對禁制令範圍之物作出沒收令，或是針對最近六年內因犯罪或其他不法行為所衍生之利益作出應課罰金令。被告或第三人須透過證明該財產並非在被告有效控制下或非來自於不法行為，才可將該財產排除在禁制令效力範圍外。

（二）、對財產訴訟（Asset Directed Action）

  對財產訴訟，係以財產作為被告，故即使無犯罪嫌疑人可起訴或特定，仍可對該財產起訴。比如，被告在國外犯罪，澳大利亞政府可先查扣其資產，但事後須透過外國幫忙證明，而擁有該資產之人，欲取回該資產時，則須向法院證明該資產非不法所得。且因係針對財產，而非針對被告，所以被告如精神喪失、死亡、逃匿時，仍得沒收。CDPP可對於有合理懷疑違反聯邦法律或外國法律之犯罪所得、恐怖主義犯罪之犯罪工具等物，取得禁制令，嗣後CDPP須向法院證明禁制令禁制之物與犯罪行為之關連性，如能證明，法院則可依法作出沒收令。如被告在新加坡竊取銀行的錢後匯至澳大利亞，新加坡政府無法取回，因為被告的錢在澳大利亞已經轉換很多次，所以請求澳大利亞司法互助，將被告的錢匯回新加坡，此時CDPP可透過此制度，先將該資產禁制，再透過新加坡政府幫忙證明後，可沒收該資產。另對禁制物有利害關係之人得提出異議，且須證明該物非犯罪所得或恐怖主義犯罪之犯罪工具，法院方得撤銷該禁制令，否則則會做成沒收令沒收該禁制物。

  又沒收的範圍，與我國規定相類似，但範圍更廣。包括個人資產、可以控制的資產、信託的資產等。且縱使不知來源，亦不知是否為犯罪工具，但只要係屬於被告所有均可以先扣押。被告一旦被起訴或有合理懷疑時，CDPP可向法院聲請禁制令禁制被告所有財產（毋須證明此財產與犯罪有關，只須該財產屬被告所有即可），之後如被告被判決確定，CDPP毋庸證明係不法所得即可沒收，而被告須證明係合法所得或沒有關係，方可排除禁制令或沒收令之效力。

  按我國刑法第38條規定，供犯罪所用之物沒收時，以屬於被告者為限。而澳大利亞則須區分情形而定，原則上供犯罪所用之物均可沒收，但如屬善意第三人所有時，則不可沒收。但如是犯罪所得時，則不以被告所有者為限。例如，有一支筆是被告因犯罪所得，如被告交由其他人藏起來時，仍可將該筆沒收，但如被告係將該筆賣給了不知情之第三者時，此種有合理對價關係情形，則不得沒收該筆，但可沒收該筆販得之價金，且該販得價金去投資獲利或利息亦均得沒收，是無論係直接或間接之犯罪所得均得沒收。又因犯罪所得而衍生之物亦屬沒收犯標的，如被告的犯罪所得是二千元，其又以二千元買了一棟房屋，因該樓漲價又獲利二千元，該獲利二千元亦得沒收。

  聯邦有一機構（成員亦均為律師，且均從事過刑事檢察官）專門管理沒收之物，會將沒收之金錢或沒收財產出售之實收款項存入沒收專戶，而該帳戶內的錢並無任何特殊目的用途，有些是跟其他共同查扣國家分享、或是用於戒毒等等之用途上，但因CDPP處理的案件被害人是政府，所以無被害人，故不若DPP，並不會將該帳戶內金錢用以補償被害人。

  澳大利亞聯邦警察與其他執法機構可透過任何刑事調查過程收集相關資訊，另外根據POCA不法所得法尚有其他的調查權力，比如透過製作令（production order）、搜索令（search warrant）、監查令（monitoring order）取得銀行訊息或監控交易情形等。

  在澳大利亞，司法互助是由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Australian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負責。CDPP則是處於協助之地位，DPP並不參與。在澳大利亞很多資訊是公開的，CDPP可以幫外國檢察機關取得公司董事、股東、資產等相關資訊，可以很迅速取得相關正確訊息，另外澳大利亞有一金融情報機構，所有國際大筆金額（大於1萬澳幣）交易全部都有報告紀錄。而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在其網站（www.ag.gov.au）中有提供關於司法互助請求之相關資訊，並留下聯絡之電子信箱（mutualassistance@ag.gov.au）。另外在尚未提出司法互助前，澳大利亞政府亦可透過機關對機關系統之方式提供協助，如（1）雙方警察系統（澳大利亞聯邦警察的網站是www.afp.gov.au）；（2）FIU系統：可取得相關銀行資訊，其網站是www.austrac.gov.au；（3）其他政府機構系統：例如國稅局（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c），其網站是www.ato.gov.au。

  如在澳大利亞尚未著手調查時，外國政府仍可透過司法互助請求取得三十天之暫時禁制令，利用這段期間，在外國取得禁制令並向澳大利亞認證。且外國政府持有關澳大利亞境內資產之沒收令或應課罰金令向澳大利亞政府請求司法互助時，如該資產係禁制令效力範圍內時，則可有效的在澳大利亞執行沒收不法所得。所以澳大利亞政府基本上是很樂意與其他國家一起合作。又外國政府如對於不法所得之取回有提供明顯之助力時，澳大利亞政府基於公平分配原則下，會將該不法所得與外國政府分享。

五、心得與建議
  雪梨的現代與墨爾本的浪漫，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城市，正呼應著澳大利亞各轄地各有不同的制度般，但唯一不變的是，無論是何種規定，不法所得之沒收在檢察機關運作中總是重要的一環，而這正可以成為我國修法時重要之借鏡，以下則是本團此次參訪的一些心得及建議。
（一）民事沒收制度填補刑事沒收制度之不足


聯邦之POCA制訂於1987，提供一通盤之規定來追查、禁制、沒收違反聯邦法律之不法所得，包括如前所述之對人訴訟之不法所得查扣模式，另於2003年1月1日始加入對財產訴訟（包括民事沒收）之規定，使得其沒收制度又更加完善。現行規定下，不見得非得在起訴時，才可沒收，只要是有犯罪嫌疑時即可沒收；亦非一定要與犯罪嫌疑人有關時才得沒收，只要財產跟犯罪本身有關亦可沒收。而其對財產訴訟，係以財產作為被告，故即使無犯罪嫌疑人可起訴或特定，仍可對該財產起訴。且因係針對財產，而非針對被告，所以被告如精神喪失、死亡、逃匿時，仍得沒收。其模式係CDPP根據調查機構報告，可對於有合理懷疑違反聯邦法律或外國法律之不法所得、恐怖主義犯罪之犯罪工具等物，向法院聲請禁制令，又CDPP如可證明時，法院則可依法作出沒收令。另對禁制財產有利害關係之人得提出異議，如能證明該財產非犯罪所得或恐怖主義犯罪之犯罪工具，法院方得撤銷該禁制令，否則則會做成沒收該禁制財產。


新南威爾斯州之CoPoCA係採判決式規定，係以判決併宣告沒收為前提，故NSW DPP無法透過像聯邦之民事沒收制度來沒收不法所得，但在新南威爾斯州則另制定CARA，亦採其民事式機制，並由犯罪委員會參與不法所得查扣之程序，在證據顯示財產係衍生自與重大犯罪相關行為，不待刑事判決即可宣告沒收該財產。

（二）沒收標的


按新南威爾斯州之CoPoCA規定，沒收範圍包括可能曾用於犯罪之物、犯罪所得、因犯罪所得而衍生之物、因違法者後續處置而衍生之物或並非以不法手段取得之不明物。

而按前述澳大利亞聯邦規定，被起訴或判刑者之財產、在被起訴或判刑者有效控制下之財產、不法所得、供犯罪所用之物、因犯罪所得而衍生之物。又供犯罪所用之物，須區分情形而定，原則上均可沒收，但該物如屬善意第三人所有時，則不可沒收。但如是犯罪所得時，則不以被告所有者為限，且無論係直接或間接之犯罪所得亦均得沒收。

（三）沒收後用途


NSW DPP針對沒收之金錢及沒收財產出售之實收款項，均須移交至被害人補償基金內以作為補償被害人之用，州政府本身並不提供被害人補償。每一個案件，被害人最高可申請5萬元澳幣補償。另犯罪委員會有權保留所沒收的「金錢」作為其運作開銷之用，但沒收「財產」出售之實收款項則亦須歸入被害人補償基金。

CDPP針對沒收之金錢及沒收財產出售之實收款項，均存入沒收專戶帳戶，由一聯邦機構（成員亦均為律師，且均從事過刑事檢察官）專責管理，而該帳戶內的錢並無任何特殊目的用途，有些是要跟其他共同查扣國家分享、或是用於戒毒等等之用途上，且因CDPP處理的案件被害人是政府，所以無被害人，故並不會將該帳戶內金錢用以補償被害人。

（四）專責處理不法所得查扣之檢察官


因為往往不法所得調查、禁制、沒收都較為複雜困難，CDPP或NSW DPP內通常是由較資深並較有經驗的檢察官來負責犯罪所得之查扣，且配置上亦一定數量的人員來處理之。

  按我國刑法第38條規定，造成目前實務上產生了許多窒礙難行之問題，經過此次參訪，讓我們了解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及聯邦關於不法所得查扣之雛形，或許將來修法時，可參考澳大利亞法制規定，增訂民事沒收機制，以解決目前於犯罪行為人係無責任行為人或死亡、逃匿時無從沒收之困境。亦宜擴大沒收標的，使被起訴或判刑者之物、在被起訴或判刑者有效控制下之物、可能曾用於犯罪之物、犯罪所得、因犯罪所得而衍生之物、因違法者後續處置而衍生之物或並非以不法手段取得之不明物均得沒收，且因該物屬犯罪所得時，不會因其形式轉換而改變其性質，故不以被告所有者為限，且無論係直接或間接之犯罪所得亦均得沒收。又亦可成立獨立基金，沒收所得（金錢及所出售之實收款項）均歸入該基金內，可作為補償犯罪被害人、戒毒費用或與其他共同查扣國家分享等等之用途上，以發揮查扣不法所得之最大功效。最後，除法令制度上修訂外，在地檢署人員配置亦應做相對應之配合，以落實法令規定，又往往犯罪行為人必定會想盡辦法隱匿其不法所得，故可在現行偵查、公訴、執行外，另增設專責處理查扣之檢察官處理不法所得之調查、扣押及沒收之相關事務。

庚、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墨爾本市聖文森醫院（St. Vincent’ hospital）戒癮治療部門

一、參訪對象
  Professor Jon Currie聖文森醫院戒癮治療部門主任 (Director of Addiction Medicine、Diretor,Health Service Demand and Mental Health)

二、參訪目的
  本團參訪墨爾本市聖文森醫院戒癮治療部門之目的，希望能瞭解澳大利亞的醫療機關對於海洛因濫用者，有無醫療上的新對策？美沙酮等替代療法之費用由政府與被治療者間分別負擔之比例？替代療法的推動，究竟應由衛生機關或司法機關來負責推動？心理治療在美沙酮替代療法中所扮演的角色，澳大利亞醫院在此部分的具體作法為何？對於美沙酮療法的評估意見與替代療法的未來展望？

三、參訪過程

  聖文森醫院毒癮治療部門主任Professor Jon Currie頂著墨爾本的冬雨盛情接待本訪團。Professor Jon Currie首先簡介聖文森醫院在戒癮治療上的作法，也向本訪團介紹聖文森醫院的Depaul House，也對於臺灣現行替代療法作法上提出其看法與建議。

  Professor Jon Currie指出，美沙酮療法應該只能被定位為替代海洛因療法的一種，另外的替代藥物應該還有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等等，最新研發中的藥物應該是Naltrexone。這些抵癮藥物效果不盡相同。其中，美沙酮的作用比較強，可以在被治療者毒癮發作時提供相當有效果的抵癮效果，丁基原啡因的作用相對較弱，被治療者必須先以鎮靜病房、短期監禁或其他相類似方式完全去除掉毒癮以後才能使用，如果對於海洛因的物質依賴尚未解除，使用丁基原啡因是沒有用處的，所以使用美沙酮療法或丁基原啡因療法應視被治療者的條件而定，很難比較其優劣。另外，在臨床上已經實驗成功的Naltrexone也是必須完全去除毒癮後才能使用，Naltrexone是一個比較令人振奮的新藥物，以固態之碇狀模式植入毒癮者的腰部皮下組織，每次可以持續6個月，不會因為常常需要喝一杯美沙酮而每日往返醫院影響到工作與生活，而且Naltrexone的藥性會使被治療者再度使用海洛因時不再產生欣快感，不再有欣快感就不會有使用的動機，進而擺脫海洛因的控制。以費用來說，Naltexone與丁基原啡因的價格相當，大約是美沙酮的2倍；不過，這些費用大部分都是醫療服務體系所收取，單純的藥物費用其實相當低廉，以最新的Naltrexone藥物來說，單純的藥物報價大約500元澳幣，不過加計醫療服務費用後，整體療程大約是單純藥劑費用的數倍，要看公立醫院或私人診所而定。在澳大利亞，戒癮治療的醫療費用大部分都是由政府負擔，另外，搭配戒癮治療的社會服務系統，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均有相當的經費與人力投入。從臨床醫學的結果來看，被治療者通常是經濟上的弱勢，如果他們己身支付越少的費用，會得到越好的治療效果，澳大利亞政府與人民也體會到戒癮治療帶有強烈的公益性，所以政府願意積極投入經費來挹注。在澳大利亞，由政府負擔經費，經由法院的命令，將毒癮者導入戒癮治療幾乎已經是普遍性的共識，因為單純的監禁是沒有效果也沒有意義的，只是浪費監獄成本而已。目前在臨床上戒癮治療的選擇有很多種，美沙酮只是其中之一。Professor Jon Currie也強調，臺灣現行將美沙酮與海洛因替代療法劃上等號的思維與作法應該還有修正的空間。
    

  Professor Jon Currie本身是腦神經外科與精神科的醫師，根據其臨床經驗，在澳大利亞大約百分之八十的毒品成癮者都有精神上的疾病，他強調毒癮者（特別是海洛因）已因使用毒品而破壞腦神經傳導的功能，所以純粹的隔離監禁、心理治療、宗教療法等等輔助療法是不夠的，必須要積極以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在澳大利亞醫療體系內的成本相當高，心理治療固然重要，不過應該要視被治療者的情況來說，例如：被治療者處於毒品成癮的階段，一個心理治療師進行6至7個小時的談話，遠比不上一杯美沙酮來得有效，所以心理治療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應視患者的具體狀況來判斷。另外從成本效益來說，聘請一個護士提供一杯美沙酮，遠比聘請一個昂貴的心理諮商師來得有效益，所以，聖文森醫院對於毒品成癮者原則上是以藥物治療的方式為主，其他治療方式為輔，具體作法則由精神科醫師依據患者的情況來判斷。
  Professor Jon Currie以其曾在新南威爾斯州聖文森醫院雪梨院區參與過毒品法庭（Drug Court）推動的經驗指出：替代療法的推動上有幾種模式，有純粹醫療模式、純粹司法模式以及司法醫療混合模式；純粹醫療或純粹司法模式都不是好的方法，司法與醫療的混合模式應該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所以新南威爾斯州的毒品法庭設計上，他當時建議了一定要有醫療人員的參與，所以後來在法庭成員上，也首次引進臨床護理諮商師（Clinical Nurse Consultant）參與法庭活動，就是希望將司法與醫療進行較為有效率的結合，不過這的確並不容易，因為不同機關的成員思考背景不盡相同，要結合起來朝同一目的工作確實會有溝通上的困難，即便在現在的澳大利亞，對於戒癮治療已有初步共識之下，司法與醫療間的溝通也仍然相當貧乏並存在代溝，但是將司法與醫療緊密結合，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在維多利亞州，現在並無毒品法庭的機制，多數是由司法機關將被告轉介到醫院來治療，治療的效果上會出現成效不佳的情況。理想上的模式，應該是法院裡面本身就有醫療的團隊，將法律與醫療的問題一併解決。Professor Jon Currie瞭解臺灣現行的作法後，認為單純由司法機關將被告轉介到醫療機構的作法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司法機關不容易掌握被告治療的成效，而醫療機構則欠缺強制力。

  Jon Currie強調，毒品法院的成員裡面，護理諮商員的重要性應該超過精神科醫師，但是這個護理諮商師必須是有相當經驗的，並實際上已參與被告的療程，因為護理諮商師在醫師診療過程中充分明瞭而且能掌握被告的療程狀況，所以對於被告法庭上的醫療抗辯能隨時提供諮詢意見。

  聖文森醫院墨爾本院區的戒癮部門，有一個Depaul House，是一個公立的短期安置場所，附設在聖文森醫院戒癮部門內，Professor Jon Currie也親自帶領本團團員參觀此一Depaul House。通常在開始戒癮療程之前，必須要有一個解除被治療者毒癮的程序，如果被治療者一直處在雙重毒品使用的情況下會招致生命的危險，一再處於雙重毒品使用的情狀下，也沒有辦法正確評估何種替代藥物是真正有效的，所以短期安置場所是相當必要的，新南威爾斯州的作法是在監獄裡面進行，由毒品法庭的法官宣告7至14天的監禁，不過維多利亞州是由醫院來進行，所以經由被治療者的同意，將其安置在Depaul House中，此一安置的療程大約7日，在這安置過程中被治療者不得外出，但是可以自由跟家人會面，雖然被治療者也可以自由離開，但是一旦未經醫師同意離開，則表示戒癮療程失敗，通常會被毒品法庭送進監獄內。Depaul House的費用全數由政府負擔，聖文森醫院墨爾本院區的Depaul House大約可以安置總計35位的被治療者，Professor Jon Currie也強調，對於有意願戒毒者來說，第一週是非常關鍵的，如果都能夠先進到Depaul House來進行先期的安置與評估，對於完成戒癮治療來說是有關鍵性影響的。Depaul House裡面有精神科醫師、護理人員、經理等等，在此一安置階段不提供抵癮藥物，僅提供必要的鎮靜藥物。Depaul House的一年運作費用為150萬元澳幣，大約可以提供700人次的服務，費用也全數由政府負擔。

四、心得與建議（成功的戒癮治療有賴司法機關與衛生機關有效整合）
  我國現以緩起訴制度推動的戒癮治療，乃由檢察機關的檢察官對於海洛因施用者為緩起訴處分後，轉介至經衛生署核定之美沙酮醫院進行替代療法，在戒癮治療過程中，檢察機關除經由觀護人通知報到採尿以外，甚難實質上監督被告參加戒癮治療之成效，而多數地檢署觀護人也限於人力，很難實質上監督被告戒癮成效。澳大利亞經驗顯示，參與替代療法的毒癮者人數越多，對於社會的整體成效越大，所以，從組織結構的方式來說，我國目前的戒癮治療，不容易達到全面性而徹底的推動。目前檢察機關隸屬於法務部，縣市衛生局及醫療機構的主管機關則為衛生署，一套健全的司法醫療系統（Judicial Therapeutic Systems）有賴兩機關更為深入與有效的整合。

  澳大利亞曾於1999年間召開毒品高峰會議，成立直接隸屬於澳大利亞總理之下的毒品政策委員會（Australian National Council on Drugs：ANCD），該委員會統屬包含緝毒在內的毒品問題，也確認全面推動毒品減害計畫（包含針筒潔淨計畫、替代療法計畫、無毒社區計畫Harm Reduction Initiatives within a drug free services），該委員會除提出毒品政策，也監督毒品政策執行外，並隨時提出研究報告檢視毒品政策推動的妥適性，該委員會同時關注媒體宣傳的力量，出版刊物包括研究報告及一般防制毒品的文宣品，除可避免民眾再因好奇心接觸毒品外，也使新毒品政策的觀念漸漸說服一般普羅大眾。該特別委員會的成立，使毒品問題的解決層級向上提高，有效達成組織與資源整合的目的，此一作法相得值得我國借鏡。

5、 澳洲的Project Stop計畫
（一）何謂Project STOP
  安非他命類毒品（註1）係澳洲最嚴重之毒品問題，從 1990年末期開始，施用之人口顯著的增加。據報導約有十分之一之澳洲人在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又據統計大約有73000個成癮之個案，大約係海洛因使用者之二倍。

  安非他命類毒品係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它能加速和增強中樞神經系統活動，使人處於強烈興奮具有成癮性的精神藥品。安非他命類毒品係由麻黃類合成，麻黃可從植物麻黃草中提取生物鹼,故又稱麻黃鹼，也可以化學合成之方式製造。由於麻黃類（註2）可應用於製造支氣管擴張劑(止咳藥)及減輕鼻充血劑，故廣泛應用於治療支氣管炎之止咳藥上。

  安非他命類毒品係既危險且容易上癮之毒品，施用者將導致包括潛在精神病變及暴力等嚴重破壞性行為。安非他命類毒品與其它非法毒品不同之處，在於它主要係由國內地下工廠使用一系列合法之先趨化學品所製造。麻黃類一般被用作咳嗽及流行性感冒之原料藥，但現已被流用作為地下工廠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之主要原料。在澳洲最近十年被查獲之安非他命類毒品地下工廠增加了650%。

  為防止含麻黃類之製劑被流供製造安非他命，澳洲自2005年在昆士蘭州開始試辦Project STOP，並由聯邦檢察總署捐助540萬澳幣(折合新台幣約1億4千500萬元)之基金。Project STOP 係由澳洲政府透過聯邦檢察總署(The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之資助，由澳洲藥局協會(The Pharmacy Guild of Australia)所推動的一個計畫，目的係在防止先趨化學品被流用至非法毒品工廠。它是一個智慧型線上支援系統，用來幫助藥劑師於供應含麻黃類之製劑時，作為判斷及記錄之用。

  Project STOP是以線上資料庫作為基礎，它允許藥劑師紀錄含麻黃類製劑之銷售紀錄，並要求購買者出示身分證明。執法機關也能取得這些資訊，以辨別及追蹤可疑的銷售。

（二）Project STOP之運作

  當購買者想購買含麻黃類之製劑時，藥劑師可能會問你一些問題，並要求提出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這是因為藥劑師必須確保含麻黃類之製劑，只能買來做合法用途，以防止不法之徒從不同之藥局購買含麻黃類之製劑來製造安非他命類之非法毒品 。

Project STOP係以下列之方式運作：

1. 購買含麻黃類之製劑時，藥劑師會要求購買者出示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

2. 藥劑師將在由藥局協會所擁有和運作之受保護資料庫紀錄購買者的身分證明號碼。

3. 藥劑師也會在資料庫紀錄購買者所購買產品之名稱及數量。
4. 資料庫會查核在之前之一定期間內，資料庫是否有購買者的身分證明號碼資料。

5. 藥劑師會決定是否供應購買者醫療所需之藥品。
6. 資料庫也紀錄該筆交易是否被作成。
依Project STOP之要求，下列之證件都可被認為係可接受之含照片之身分證明：

(1) 州或領地所核發之駕駛執照。

(2) 州或領地所核發之年齡證明卡。

(3) 其它州或領地所分派附照片之身分證明。

在Project STOP資料庫所儲存之資料主要包括下列幾項，但如果州或領地有額外之紀錄要求，購買者就必須提供更進一步之資訊。

(1) 附照片之身分證明號碼。

(2) 購買者所須要之產品名稱。

(3) 購買者所須要之產品數量。

(4) 藥局是否賣給購買者含麻黃類之製劑。


  Project STOP所擁有之資訊係被安全之保存，欲使用它必須經過嚴格之控管及監視。

  如果購買者的身分證明號碼在這個計畫之特定期間已進入這個資料庫，Project STOP將顯示之前銷售之產品及數量、銷售之日期及地點等資訊給藥劑師。藥劑師會根據這一段期間購買者所購買含麻黃類製劑之數量，來判斷購買者所購買之目的是否作為合法醫療之用，再決定是否販賣含麻黃類之製劑給購買者。

  這些含有購買者的身分證明號碼之購買資訊，只有衛生部門及警察能取得。Project STOP只提供監視含麻黃類製劑銷售目的及防止含麻黃類之製劑被非法使用之第三者使用。藥劑師也可能依據司法之要求而將銷售紀錄保存一段時間。

  在Project STOP資料庫之個人資料，自從開始紀錄起，保存期限不超過二年。超過二年，除了警察認為已發生不適當使用含麻黃類製劑之情形，個人資料可能被保留超過這段時間外，個人資料將被移除。

（三）實施Project STOP之成效

  自從2005年10月在昆士蘭之藥局實施Project STOP後，已獲得相當大之成效。因為在昆士蘭實施Project STOP，已減少23%之地下安非他命工廠，並幫助查獲超過30件之案件。

  由於Project STOP之實施，以及系統所產出之資訊，昆士蘭警方之州毒品調查單位已執行許多逮捕行動，包括對非法毒品買賣之購買者及流用含麻黃類製劑者。這個計畫所獲得之資訊有助於調查者辨識出參與流用含麻黃類製劑到非法市場，以及參與製造非法毒品之工廠。

  此一計畫於2007年8月在全澳洲實施，在2008年7月，已有3122個藥局(佔全部社區藥局之60.73%) 註冊使用這個工具。到目前為止，這個系統大約已有 130萬筆之記錄，並拒絕了18000筆交易。

  由於實施Project STOP，使得所謂“pseudo runners”很難從不同之藥局購買以累積足夠之含麻黃類製劑來製造高品質之安非他命類毒品。

  由於含麻黃類之製劑被流用供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係一個全球之問題。澳洲全國藥局協會主席Kos Sclavos表示，因為在全國實施Project STOP，將幫助社區藥局與執法機構對抗含含麻黃類之製劑被濫用，並確保合法之消費者能使用這些實際有療效之藥品。

（四）心得與建議

  安非他命類毒品在我國亦相當氾濫，國內所查獲之安非他命類毒品製造工廠，起初係採以走私進口之麻黃或麻黃類為原料之EMDE法(鹵化還原法)來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但從大陸在其所生產之麻黃或麻黃類加蠟以來，由於溶解度變差，國內安非他命類地下製毒工廠之製毒者無法有效去蠟，以致無法藉此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製毒者為取得製毒原料，目前已發現多數案例係轉向自含麻黃類製劑中萃取麻黃類，再用以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

  國內自民國95年11月25日查獲第一起以含麻黃類製劑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之案例後，國內即陸續查獲以含麻黃類感冒藥萃取麻黃或麻黃類，再以紅磷製毒法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之案例，尤其在今年(98年)，至7月23日為止，已查獲33座以含麻黃類製劑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之製毒工廠，遠遠超過95至97年度所查獲之總數(6座)，顯見其嚴重性。茲將以含麻黃類（主要為麻黃及麻黃類）製劑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之案例表列如下：

表1：我國95至97年所查獲以含麻黃類製劑製造安非他命之案例

	年度
	日期
	查獲地點
	犯罪嫌疑人

	95
	11月25日
	桃園縣龜山鄉
	黃○○等

	96
	1月10日
	基隆市
	鍾○○等

	
	11月21日
	台北縣鶯歌鎮
	詹○○等

	97
	10月25日
	基隆市
	蕭○○

	
	10月30日
	屏東縣裡港鄉
	張○○等

	
	10月30日
	屏東縣潮州鎮
	黃○○等


資料來源：本報告自行整理

表2：我國98年所查獲以含麻黃類製劑製造安非他命之案例

	年度
	日期
	查獲地點
	犯罪嫌疑人

	98

	1月7日
	高雄縣美濃鎮
	饒○○等

	
	1月12日
	宜蘭縣宜蘭市
	黃○○等

	
	1月16日
	台東市東河鄉
	王○○等

	
	1月16日
	屏東縣九如鄉
	孫○○等

	
	1月18日
	新竹縣橫山鄉
	張○○等

	
	1月22日
	臺北市北投區
	賴○○等

	
	1月23日
	桃園縣平鎮市
	陳○○等

	
	2月7日
	屏東縣來義鄉
	吳○○等

	
	2月20日
	基隆市
	白○○等

	
	2月21日
	基隆市
	張○○等

	
	3月11日
	臺北縣中和市
	廖○○等

	
	3月17日
	基隆市
	黃○○

	
	3月20日
	雲林縣刺桐鄉
	胡○○等

	
	3月22日
	屏東縣獅子鄉
	許○○等

	
	4月1日
	高雄市楠梓區
	王○○等

	
	4月12日
	臺北縣新莊市
	卓○○等

	
	4月14日
	南投縣南投市
	黃○○等

	
	4月30日
	臺中縣太平市
	趙○○等

	
	4月30日
	臺北市中山區
	金○○等

	
	5月7日
	嘉義縣太保市
	黃○○等

	
	5月10日
	臺北縣汐止市
	陳○○

	
	5月12日
	臺北市中山區
	李○○

	
	5月14日
	屏東縣萬丹鄉
	鄭○○

	
	5月19日
	臺北縣新店市
	林○○等

	
	5月20日
	臺北縣淡水鎮
	石○○等

	
	5月22日
	基隆市
	林○○等

	
	5月25日
	臺北縣汐止市
	高○○等

	
	6月9日
	臺北縣汐止市
	蘇○○等

	
	6月17日
	臺東縣臺東市
	陳○○

	
	6月26日
	雲林縣虎尾鎮
	秦○○

	
	6月30日
	桃園縣龍潭鄉
	周○○等

	
	7月8日
	桃園縣龍潭鄉
	王○○

	
	7月23日
	高雄縣梓官鄉
	陳○○等


資料來源：本報告自行整理


  由表1及表2可知，我國查獲以含麻黃類製劑萃取麻黃或麻黃類，再用以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之案例有愈來愈多之趨勢。

  鑒於國內查獲越來越多以含麻黃類製劑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之案例，故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已採取下列之措施來加以防範：

（一）於98年3月9日以衛生藥字第0980307428號函要求西藥製造業及西藥販賣業確實遵守藥事法第4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3條之規定，不得將藥品販賣給非藥局、非藥商及非醫療機構，另買賣則須有販售紀錄及簽收單據。

（二）於98年3月24日召集台灣區製藥同業公會等開會，對於含麻黃類或麻黃成分之錠狀或膠囊狀製劑，作成下列3項決議：

1. 類別屬處方藥品者，規範其包裝材質限鋁箔盒裝。

2. 類別屬指示藥品者，限縮其最大包裝量為7日成人用量，包裝材質限鋁箔盒裝。

3. 外銷專用包裝亦須遵守上開規定，以避免台灣產製之產製之品流為國外製毒集團之毒品原料，有損國際聲譽。

  我國主管機關面對含麻黃類製劑濫用之現況，試圖從西藥製造業及西藥販賣業間之銷售管道及西藥製造業包裝材質與最大包裝量等方面加以管制。然此只治標不治本，因為國內各藥局並未對購買含麻黃類製劑者，採取類似Project STOP之登記制度，故有心以含麻黃類製劑來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者(pseudo runners)，仍可以從不同之藥局購買足量含麻黃類之製劑來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

  為有效防制含麻黃類製劑被流供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並確保真正有醫療需要者能獲得此類製劑，建議主管機關可參考澳洲所實施之Project STOP，從販賣含麻黃類製劑之藥局著手管控。在各藥局間建置網上連線，對購買含麻黃類製劑者，登記其身分資料，使其無法透過不同藥局購買過量之含麻黃類製劑，以免含麻黃類製劑被流供製造安非他命類毒品；並讓真正有需要者能獲得此類製劑作為醫療之用。

註釋：

註1：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之規定，安非他命類毒品，主要包括安非他命（Amphetamine）、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等。

註2：麻黃類本身係藥品之原料藥，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三條將之稱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包括麻黃（Ephedrine）、甲基麻黃（Methylephedrine）、去甲麻黃（新麻黃）（Phenylpropanolamine、Norephedrine）及麻黃類（Pseudoephedrine）。

6、 參訪照片
7、 參訪機關致贈資料

（1） NSW Drug Court-General Program and Undertaking

（2） Drug Court Act 1988

�澳大利亞聯邦檢察總署的組織架構圖可參照以下網址， � HYPERLINK "http://www.ag.gov.au/www/agd/rwpattach.nsf/VAP/(084A3429FD57AC0744737F8EA134BACB)~AGD+Org+Chart+as+at+24+August+2009+(External).PDF/$file/AGD+Org+Chart+as+at+24+August+2009+(External).PDF" ��http://www.ag.gov.au/www/agd/rwpattach.nsf/VAP/(084A3429FD57AC0744737F8EA134BACB)~AGD+Org+Chart+as+at+24+August+2009+(External).PDF/$file/AGD+Org+Chart+as+at+24+August+2009+(External).PDF�


� http://www.ag.gov.au/www/agd/agd.nsf/Page/OrganisationalStructure_InternationalCrimeCooperationDivision


� http://www.ag.gov.au/www/agd/agd.nsf/Page/Extraditionandmutualassistance_Mutualassistance_Mutualassistanceincriminalmatters-checklistforrequestsfromothercountriestoAustralia#1


� AGD官方網站上亦明確指出只有國家得向澳大利亞政府請求，澳大利亞政府不接受個人提出的請求。


�由此益證，澳大利亞的檢察官並非偵查主體，調查取證的工作通常是由警方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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